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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 CNKISM.UserStyle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
——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常青山，侯  建，宋洪峰，陈建成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是对所提供文献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不能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炼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在三五百字左右为宜】
摘要:随着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以及科技强国的迫切性，准确把握科技人力资源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关重要。基于此，系统分析中国36个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差异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效应。以期明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差异性与适应性，为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践性政策参考。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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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on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hang Qingshan, Hou Jian, Song Hongfeng, Chen Jian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minence of Chin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urgency of becoming a technologically strong country, it is crucial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activ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structur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36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constructs a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on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level is low, specifically,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coexist,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presents obvious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on the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 lower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when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creases and exceeds the critical point, the adverse effect is reduc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n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s is promoted. The paper endeavors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and sui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uman resources in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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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随着全球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在工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能源利用的多赢，是各国工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近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情况长期存在。作为中国资源消耗与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产业，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2017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总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63.15%，工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9%[1]。在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工业发展急需摆脱粗放式模式，进行绿色转型[2]。
在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逐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科技人力资源被认为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知识积累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3]，科技人力资源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创造力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源动力，并且在促进技术创新、价值创造和节能减排中作用越来越明显[4]。由此看来，科技人力资源在以创新驱动作为突破绿色发展瓶颈的抓手的战略背景下，将是提高绿色生产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关键一环。因此，基于国际绿色低碳博弈新形式的演进，深入认识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对中国的工业绿色转型战略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实现工业绿色有效转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希望通过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5]，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在政府环境政策的影响下，企业的绿色创新技术并没有得到提高，并且产生了“绿色悖论”现象[6]。此外，基于情景的不同，更有学者提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波动性影响特征[7-8]。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中国不同工业产业内外规制环境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对中国科技人力资源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可能造成非线性影响。因此，在中国环境规制程度差异下，针对中国不同工业产业，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怎样的非线性影响？科技人力资源是否可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对这些问题，值得做深入探讨。
2  文献综述

工业能源消耗及生态环境压力迅速增长，如何通过科技人力资源水平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绿色转型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加强调节能，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减少了能源消耗[9-11]。相比之下，在宏观层面，Khanna等[12]分析了中国27个省份1 480个家庭的电力消费情况，发现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和能源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同样，基于对数生产函数中设置人力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之间也存在可能的替代性[13]。此外，从理论上讲,科技人力资源的积聚可以通过集聚所形成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集体学习效应影响绿色转型[14-16]。虽然，多数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更加聚焦到科技人才。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绿色人才管理可帮助企业经理了解行业壁垒，提高能源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4]。

虽然，科技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能够刺激绿色技术的发明，但也会增加能源消耗与环境破坏[17-18]。早期亦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源在节约资源中没有发挥有利作用[19-20]；并且，由于传统投入和人力资本贡献的不同，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的平均产出弹性存在很大差异，估计值可以忽略不计[21]；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能够提高企业吸收外来技术的速度，但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并不显著[22]。在发达国家，Salim等[23]的研究指出如果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之间存在互补性，人力资源存量的增加在经济绿色发展中扮演着不利角色；在聚焦于中国情境下，关于科技人才聚集度的研究，学者从科技人才聚集强度与规模两方面出发，发现科技人才聚集度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科技人才的流动对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面作用[24-25]。

大部分文献在强调科技人力资源与绿色发展的关系过程中忽略了二者的非线性特征。最早，基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Sachs等[26]研究发现波动性作用特征存在于科技人力资源对于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之后，在半参数技术的使用下，并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学者们进一步证实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中存在非线性[27-29]。在中国，由于区域间异质性的存在，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现“U”型曲线关系[30]。另外，在探究科技人力资源与经济绿色发展的关系过程中，环境规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31-32]：一方面，环境监管可以刺激旨在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创新，从而反过来会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产品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波特假说”[33]；另一方面，聚焦于工业层面，Lan等[34]通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集，研究发现了人力资本的内外部影响可以弥补环境监督执行不力和规避环境监测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区域层面的不同环境规制下碳强度的动态阀值效应，Hou等[2]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对碳强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并受到环境规制“临界规模”的限制。

本文将从3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完善：第一，关于科技人力资源和工业绿色转型的现有相关研究通常仅局限于将技术变革、外商投资等作为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绿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出发，以科技人力资源作为解释变量；而且，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区域层面[35]，本文主要关注工业产业层面，具体细分到各工业行业及其行业间差异性。第二，工业绿色转型的定量测算与分析在现有研究中不够清晰，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科技人力资源与工业绿色转型关系的文献并没有将科技人力资源作为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来源之一，相比之下，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研究了科技人力资源的影响过程，探索了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科技人力资源驱动力。第三，现有研究中忽略了经济变量中包含的大量非线性关系[2,36]，由于不同程度的环境监管差异显著地影响绿色转型[37]，因此忽略这种环境规制的非线性阀值将导致结果偏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考虑了环境规制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将环境规制阈值因素引入科技人力资源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复杂机制，揭示了不同程度的规制如何影响科技人力资源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作用及其差异，以检验科技人力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

3  工业绿色转型的测度
3.1  工业绿色转型的测度模型

根据李斌等[38-39]与Hou等[2]的研究成果，本文假设工业C-D生产函数是：
【文中所有变量参数（含正文、方程式和图表内），作者须提供可供编辑的公式源文件，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并注意规范变量正斜体和统一字体大小为五号。该为此版本中的参数在我们的电脑中为不可编辑，请予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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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it、Iit、Kit、Lit和Eit分别为工业产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存量及能源消费量。此外，将式（1）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微积分可得：
除应该为可编辑模式，还请注意下标参数中的“it”应为下标！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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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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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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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工业产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存量及能源消费量的自然对数。由此，可以获得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本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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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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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当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高于资本、劳动及能源投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则意味着工业发展实现绿色转型。

（2）相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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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当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资本、劳动及能源投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表明工业发展方式属于区域粗放，工业绿色转型没有实现。

（3）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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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不变，工业绿色转型亟待加强改进。

关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本文基于Super-SBM模型，以工业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衡量劳动投入，以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40]。在能源效率的绿色发展基础上，能源投入采用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总量来衡量，数据按标准煤折合系数转换为万t标准煤。此外，由于能源消费有明显的工业中间投入品特点，工业行业的期望产出以主营业务收入计算；非期望产出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3种指标衡量。
3.2  工业绿色转型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补充清楚交代说明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对象范围、来源等。】
2010－2016年中国分行业工业绿色转型的平均值仅为−0.081 38（见表1和图1），这与李斌等[39]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即当前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呈现粗放与集约并行特点，其主要原因是前期较长时间内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高投资、高消耗与高污染为特征，进而导致中国工业难以在短期内进行绿色转型；此外，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呈现波动特征，主要原因是中国不同工业行业之间的资源禀赋、结构规模、外在环境等差异较大。具体来说，由于国家近年针对传统重工业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新能源的开发与使用，以及绿色生产技术进步使得传统的重工业高污染行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绿色转型较为成功；相对来说，转型水平较低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虽属于资源消耗相对较高的行业，但其生产与供应可以实现高效率与高环保，并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绿色转型水平呈现逐步提高态势；但其他绿色转型不成功的行业，如传统重工业行业，由于行业特点以及技术的原因，导致其依然处于绿色转型的困境虽。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轻工业等制造业的发展也呈现出粗放与集约并行，甚至行业的绿色发展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如纺织业和造纸与纸制品业。其中：纺织业作为工业废气排放的“重灾区”，其生产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油烟是形成PM2.5二次气溶胶的主要来源；造纸业在抄纸和漂洗环节所排放的包含增白剂、漂白剂、悬浮物等化学成分的大量工业废水将对江河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表1改正：1.负数使用正确的负数符号。2.所有数值统一保留小数点后的位数。后同
表1  2010－2016年中国工业产业绿色转型水平

	行业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平均值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103 944
	0.097 369
	−0.259 560
	-0.088 31
	-0.090 13
	-0.057 8
	-0.690 83
	-0.140 7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33 429
	0.043 698
	−0.083 000
	-0.210 16
	-0.345 28
	-0.01716
	-0.046 8
	-0.089 3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56 534
	0.079 339
	−0.077 390
	-0.225 72
	-0.115 56
	-0.026 5
	-0.260 93
	-0.081 4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51 652
	0.071 768
	-0.339 26
	-0.234 55
	-0.261 14
	-0.144 68
	0.487 043
	-0.052 74

	非金属矿采选业
	0.153 371
	0.108 531
	0.261 8
	1.242 12
	-1.250 2
	-0.382 05
	-1.294
	-0.165 77

	农副食品加工业
	0.200 626
	0.092 101
	0.384 863
	0.790 075
	-0.790 02
	-0.839 09
	-0.814 5
	-0.139 42

	食品制造业
	0.286 364
	0.151 746
	0.435 454
	0.553 530
	0.483 502
	-9.660 61
	-4.795 16
	-1.792 17

	饮料制造业
	0.342 413
	0.213 636
	0.503 159
	9.249 802
	1.936 014
	-3.259 97
	-1.081 12
	1.129 134

	烟草制品业
	2.469 997
	2.016 646
	0.953 844
	2.419 984
	3.309 964
	2.512 440
	10.731 440
	3.487 760

	纺织业
	0.115 798
	0.089 142
	-0.249 74
	-0.723
	-1.197 84
	-0.400 98
	-1.159 2
	-0.503 69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644 708
	0.198 378
	0.526 087
	0.9
	4.330 004
	1.355 728
	1.917 973
	1.410 411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639 412
	0.178 444
	0.366 957
	0.437 725
	0.530 559
	1.218 743
	1.137 758
	0.644 228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604 661
	0.234 879
	0.419 546
	1.181 259
	1.005 543
	-4.970 13
	-3.486 71
	-0.715 85

	家具制造业
	0.622 856
	0.549 162
	0.580 603
	1.701 933
	1.083 728
	1.655 105
	0.886 359
	1.011 392

	造纸及纸制品业
	0.272
	0.310 999
	-0.664
	-0.420 43
	-1.233 75
	-0.827 5
	-4.939 97
	-1.071 8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510 017
	0.344 735
	1.920 002
	-2.441 96
	-1.819 73
	-1.197 5
	-3.169 94
	-0.693 4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430 415
	0.055 676
	0.435
	-1.060 02
	-4.850 37
	-1.817 89
	0.403 214
	-0.914 8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53 488
	0.066 550
	0.406 980
	-0.251 03
	-0.165 81
	-0.042 67
	-0.145 82
	-0.011 1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117 651
	0.099 945
	-0.232 85
	-0.277 7
	-0.546 39
	-0.137 43
	-0.352 74
	-0.189 93

	医药制造业
	0.271 473
	0.462 075
	0.716 683
	0.971 290
	0.944 320
	0.993 000
	1.042 650
	0.771 6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74 113
	0.078 760
	-0.072
	-0.214 32
	-0.172 83
	-0.095 96
	-0.183 6
	-0.083 6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304 262
	0.136 977
	-0.240 72
	-0.618 41
	-0.725 38
	-0.288 79
	-0.430 43
	-0.266 0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11 293
	0.132 195
	-0.62
	-0.912 11
	-0.593 39
	-0.274 67
	-0.626 04
	-0.354 6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127 976
	0.094 219
	-0.085 52
	-0.147 52
	-0.144 3
	-0.058 02
	0.348 950
	0.019 39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52 079
	0.076 320
	-0.134 7
	-0.166 41
	-0.216 77
	-0.11
	-0.486 5
	-0.140 85

	金属制品业
	0.532 356
	0.230 244
	-0.951 11
	-0.504 45
	-0.66
	-0.354 83
	-0.711 43
	-0.345 6

	通用设备制造业
	0.3
	0.355 494
	-0.699 01
	-1.753 52
	-1.696 41
	-0.889 07
	-0.862 2
	-0.749 2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6 510
	0.568 760
	0.847 000
	1.126 800
	-1.150 71
	-1.231 2
	-1.120 98
	0.013 74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737 300
	2.858 090
	-1.489 800
	-1.450 8
	-2.926
	-2.990 18
	-0.988 38
	-0.607 1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272 490
	0.303 040
	-0.414 880
	-0.514 15
	-0.716 32
	-0.536 55
	-0.701 62
	-0.329 7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493 83
	-0.575 36
	-0.389 88
	-0.320 64
	-0.759 78
	-0.509 87
	-0.726 13
	-0.539 3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945 56
	-11.450 9
	2.570 289
	-5.199 92
	-3.358
	-1.516 68
	-4.310 17
	-3.458 71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242 857
	0.095 094
	2.792 170
	0.489 503
	0.382 852
	-0.702 49
	1.450 014
	0.678 571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518 177
	0.607 620
	0.278 036
	3.676 050
	1.449 000
	-0.776 88
	-0.308
	0.777 71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187 110
	0.127 249
	0.409 262
	0.493 950
	0.323 745
	-0.316 9
	-0.071 45
	0.164 70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53 668
	0.332 963
	0.520 520
	0.520 460
	0.352 440
	0.360 010
	0.554 610
	0.399 239

	平均值
	0.403 100
	−0.015 680
	0.231 245
	0.222 760
	-0.222 76
	-0.731 64
	-0.411 24
	-0.081 38


从变动趋势上分析（如图1）， 2012年之前中国工业大多行业的绿色发展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但之后出现了绿色转型水平的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颁布多项政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在2010－2011年两年直接促进了中国工业逐步转型绿色发展；然而，随着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的下降、工业规模扩张过程中所排放的大量的CO2，2012年之后大多数行业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迅速加重，虽然，绿色技术的进步使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但环境污染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最终使得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无法实现。此外，在制造电子设备时需要使用卤族元素物质和大量的金属，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和有毒气体，造成对环境的严重伤害。从2010年开始，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5个行业全部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并保持了绿色发展。
[image: image1.wmf]
图1  2010－2016年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平均水平
4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Hansen[41]首先提出了面板阈值回归模型的思想，该模型使用阈值变量来确定结构变化点，然后形成观测值来估计真正的阈值，从而更客观、更准确地处理非线性问题的结构变化。然而，这种阀值方法无法反映样本对象的动态变化或滞后效应，也忽略了内生变量的处理，只能适用于非动态面板模型。为了检验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门槛效应，本文对全样本进行不同区间的划分，并通过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法对分区间的斜率系数进行动态估计[42]。  

本文以工业绿色转型(IGT)为被解释变量，以分行业科技人力资源(HRST)作为解释变量，以环境规制(REG)为门槛变量，并加入创新效应（INO）、行业规模(SCA)、出口（EXP）外商投资（FDI）和要素结构（ESS）共5个控制因素。为考察行业间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本文设定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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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7）中：I(·)为指示函数；γ为变量门槛值；μi为个体的特定效应；Vt为时间的特定效应；εit是随机干扰项。
（1）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转型(IGT)。本文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计算工业绿色转型指数，即上文计算结果。

（2）核心解释变量：行业科技人力资源(HRST)。鉴于分行业的科技人力资源的分布差异较大，本文以分行业的R&D人员数与平均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科技人力资源指标。

（3）门槛变量：环境规制(REG)。对于造成中国不同工业行业间绿色转型差异的环境规制关键因素，上文已经提到，学界针对其的影响尚未统一，以“波特假说”为基础，多数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考虑到在中国作为应用最为广泛的环境规制方式，且考虑到国家相关统计情况，本文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行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43]。

（4）控制变量：
1）创新效应（INO）。由于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越来越依赖于绿色创新活动，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分行业创新效应。

2）行业规模(SCA)。用行业总资产与企业单位数的比率表示。

3）出口（EXP）。鉴于出口所具有的正外部性能够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产业出口交货值定义出口。

4）外商投资（FDI）。由于外商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显著，本文最终选用各行业外商和国内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资产额占本行业工业总资产的比重来控制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

5）要素结构（ESS）。用行业总资产与行业年平均从业人数的比率来表示。
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将名义变量缩减为实际变量。另外，文中2010－2016年的36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能源局。表2总结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2010－2016年样本行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P50
	S.D
	最小值
	最大值

	IGT
	−0.084
	0.053
	1.418
	−5.200
	4.330

	HRST
	2.730
	2.001
	2.095
	0.206
	8.702

	REG
	4.827
	2.440
	6.088
	0.252
	30.899

	INO
	0.007
	0.005
	0.005
	0.001
	0.020

	SCA
	9.944
	9.561
	1.366
	7.677
	14.000

	EXP
	15.510
	15.999
	1.960
	10.590
	19.366

	FDI
	0.230
	0.239
	0.138
	0.001
	0.604

	ESS
	13.174
	13.091
	0.773
	11.309
	14.840


5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3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无法通过检验，而单重门槛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单重门槛效应。因此，对于科技人力资源的绿色驱动作用，本文采用单重环境规制门槛模型进行估计。
表3改正：标红部分所在行应与上行合并单元格
表3  环境规制门槛显著性检验结果
	门槛
	
	
	临界值

	
	F值
	P值
	BS次数
	1%
	5%
	10%

	单一门槛
	6.785**
	0.028
	500
	22.523
	7.977
	4.636

	双重门槛
	5.242*
	0.070
	500
	8.388
	4.308
	3.220

	三重门槛
	3.326
	0.110
	500  
	12.898
	8.005
	5.617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通过表4单重门槛模型估计的结果，科技人力资源驱动效应的单重门槛值是0.314；此外，这个门槛估计值在95%置信区间内：0.314[0.301, 0.703]。

表4  环境规制门槛值估计结果和置信区间

	门槛
	门槛估计值
	95% 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0.314
	[0.301, 0.703]

	双重门槛
	0.424
	[0.414, 29.385]

	
	0.314
	[0.301, 0.364]

	三重门槛
	0.619
	[0.519, 29.385]


具体来说，本文用似然比LRn(γ)来构建“非拒绝区域”，即表示γ的有效置信区间。在1−α置信水平上的“非拒绝区域”是一系列属于LRn(γ)≤c(α)的γ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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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根据以上门槛值计算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弱规制程度（REG≤0.314），以及强规制程度（REG>0.314），分别考虑不同环境规制下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作用。表5呈现了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下，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在环境规制程度较弱情况时（REG≤0.314），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存在负向显著影响，科技人力资源显著抑制了工业绿色转型；然而，在强环境规制程度下（REG>0.314），其影响机制发生了很大改变，此时，效应系数完全相反。这一结果反映了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弱环境规制情况下，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明显的负向驱动；但是，当规制程度增强并且超过阀值时，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有的作用方向发生改变，呈现正向影响。

	表5  2010－2016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动态门槛估计结果

	变量
	    Coef.
	   Std.Err.
	     z
	    P>|z|
	  95% Conf.Interval

	L1
	0.374 13***
	0.009 14
	40.96
	0.000
	0.356 23
	0.392 04

	INO
	−42.309 09**
	17.757 56
	−2.38
	0.017
	−77.113 26
	−7.504 92

	SCA
	0.180 76
	0.137 45
	1.32
	0.188
	−0.088 64
	0.450 17

	EXP
	−0.033 35**
	0.016 81
	−1.98
	0.047
	−0.066 30
	−0.000 40

	FDI
	1.009 58***
	0.356 16
	2.83
	0.005
	0.311 53
	1.707 63

	ESS
	−0.083 87
	0.174 95
	−0.48
	0.632
	−0.426 76
	0.259 03

	ERD(REG≤0.314)
	−0.250 53***
	0.054 49
	−4.60
	0.000
	−0.357 33
	−0.143 73

	ERD(REG>0.314)
	0.017 46
	0.051 11
	0.34
	0.733
	−0.082 70
	0.117 63

	_cons
	−0.221 89
	1.175 93
	−0.19
	0.850
	−2.526 67
	2.082 88


由此，本文认为：一方面，首先当环境规制程度低时，工业企业不仅无法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赢结果[44]，而且难以实现二者脱钩，甚至出现“绿色悖论”的情况[45]，也就是说，当环境规制强度低时，各工业行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依然会继续把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在污染投资上，以末端治理来应对政府规制政策，在此种情况下，各行业科技人力资源不但无法发挥其绿色创新能力，而且会继续帮助企业为快速实现短期利益而加大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其次，在低程度环境规制情况下，各行业间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并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尤其在当今中国行业异质性显著情境下，低程度环境规制下传统高排放、重污染的企业对高科技人力资源的吸引与重视不足，而且，高科技人才更愿意流向高科技行业，如电子通信行业等，结果，科技人力资源普遍集中在高科技企业，无法发挥低碳技术的外溢和吸收能力，导致传统型工业企业的绿色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严重滞后。此外，针对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培养体系，当环境规制较弱时，市场对于绿色科技人力资源需求不明显，使各高校、研究所、企业等对科技人力资源的绿色创新技术培养意识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导致中国绿色科技人才总量不足，在此种情况下，即使有充足的科技人力资源，但由于研发人员水平的限制，工业企业短期内依然无法改变中国工业粗放式发展现状。

另一方面, 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提升，部分高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企业，面对高强度环境规制要求，无法承受压力而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得到进一步增强[46]。相对来说，其它有充足的资金与科技人力资源储备的工业企业可以承受环境规制政策所带来绿色转型的技术压力，继续留在市场。而且，由于处于末端治污边际效应递减以及环境规制程度递增的情况之下，那些依赖末端投资治理污染的工业企业只能抽取原本从事粗放型生产的科技人力资源，或者从外部引进更多高水平绿色技术人员，进行企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创新，达到创新的“补偿效应”。并且，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说，政府的高环境规制可以降低企业科技人力资源原本因拥有环境质量相关技术而从企业的创新投资中抽取的资金，进而减少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组织成本，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企业的工业绿色转型中[47]。
对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其他驱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效应和产业要素结构都对其产生了显著影响。外商投资行业通常具有生产技术水平高、管理先进的特点，其在促进行业生产总值增加的情况下能够相对减少能源消耗，推动行业绿色发展。此外，鉴于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产业要素结构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不利作用。意外的是，创新效应与工业绿色发展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认为创新效应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能源价格的长期扭曲且偏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带来不利影响，导致技术创新并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此外，在当前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低端情况下，出口贸易仍对工业绿色发展呈现显著负向作用[48]。行业规模并没有明显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
6  结论
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充满不确定性因素且极其复杂的系统任务。在全球绿色发展与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以科技人才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实现节能减排与工业双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测度了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趋势，识别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并结合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从环境规制角度分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在不同工业行业中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得到以下结论：

总体上，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仍然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尤其应当关注纺织业与造纸和纸制品等行业，其对于资本、劳动及能源等投入的依赖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呈现继续强化的现象。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行业差异性显著，受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结构规模、外在环境等影响，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水平较高的行业并不全集中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轻工业行业。大多数轻工业产业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无法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要素禀赋，导致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配置扭曲，个别产业技术进步偏离绿色创新，无法实现工业可持续生产技术升级，促进行业绿色发展。

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显著受到不同程度环境规制的影响。意外的是，在低程度环境规制水平下，科技人力资源不利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并超过“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了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其他驱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效应和产业要素结构对于工业绿色转型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产业要素结构与创新效应与工业绿色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外，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出口贸易与行业规模在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目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全球绿色经济竞争发展的背景之下，通过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重要一步。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依靠巨大的科技人力资源及绿色创新潜力，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政策，逐步提高科技人才创新水平，实现科技人力资源对中国工业经济的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的异质性，根据不同行业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地理特征实施绿色转型的制度设计。对于绿色转型较好的行业，增强生产要素配置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协同效率，一方面，继续深化产业要素结构调整，最大限度释放绿色产业能量。另一方面，提升行业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资本、劳动及技术之间的配比关系，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能源效率变革。此外，提升绿色技术研发能力是改变绿色转型水平较低行业现状的首要方式。鉴于此，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建立企业知识创新管理体系以吸引更多科技人才积极参与绿色技术研发是关键[49]。
第三，实现工业绿色转型，需要考虑各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水平的门槛影响效应，根据不同工业行业的具体情景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防止异质性阀值效应的不利影响。针对环境规制较低的行业，政府应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防止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反作用，并鼓励企业将更多的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到绿色生产上来，提高企业绿色转型速度。另外，对于绿色发展逐步“好转”的行业，除了将环境规制继续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还应重视科技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改善科技人才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实现吸收科技人才进入继续绿色转型的企业中去。

最后，为了更好地促进行业绿色转型速度的提高，发挥绿色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协同效应至关重要。政府应积极优化工业行业要素投入类型和比例，推动产、学、研等创新载体合作，提升科技人才的绿色创新效率。并且，加强高效型、清洁型外商投资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导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与管理制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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